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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有研究认为拥有多样化技术知识的企业技术创新表现更好，因为技术创新是技术知

识重组的产物，而多样化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知识重组． 本文认为企业多样化的技术知识正向

影响技术知识重组的预设可能并不必然，两者的关系可能受到技术知识在研发项目、研发人员

中的分布状况影响． 当企业技术知识在研发项目间的分布兼具高频共有和低频稀有特征时，研
发人员技术知识重组时的认知成本下降、新颖性提升；当企业拥有更多既做学术研究又懂技术

研发的双栖研发明星时，企业对多样化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与整合能力得到提升． 上述两种

情况皆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即企业技术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越高、企业拥有的双栖研发明星

数量越多，多样化技术知识对知识重组潜力的贡献越大，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

５８ 家发明专利数量居前的全球生物医药企业的分析支持了以上假设． 本文首次将知识分布作

为边界条件引入技术知识多样性、知识重组和技术创新关系模型中，深化了基于知识组合的技

术创新理论． 最后，从知识分布管理的视角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实践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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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技术创新的本质是技术知识重组［１］ ． 实证研

究发现，多样化的技术知识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

新［２ － ７］，此类实证结论的理论解释往往是多样化

技术知识促进了知识重组［２， ３， ５， ７］ ． 如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Ｇａｒｃíａ 和 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Ｖｅｌａｓｃｏ［３］ 发现技术多样性可

以带来新颖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降低了技术创

新中的认知刚性和路径依赖，增加了技术重组机

会，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

研究发现技术多样性与技术创新呈倒 Ｕ 型关

系［８， ９］ ． 研究者的解释是：从范围经济和知识基础

的角度出发，技术知识多样性有利于技术创新绩

效，但是过于多样化的技术将带来高协调和整合

成本，则有负面作用． 相关证据来自 Ｈｕａｎｇ 和

Ｃｈｅｎ［８］对中国台湾 ３０５ 家 ＩＴ 上市公司的研究，以
及 Ｌｅｔｅｎ 等［９］ 对 １８４ 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的

专利研究． 追溯知识重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可以

寻根于熊彼特的创新要素组合论［１０］，以及知识基

础观所提出的创新的知识要素组合论［１１， １２］ ． 对于

如何促进企业技术知识重组，学者们也进行了相

关探索． 除了技术知识多样性［２， ３， ５， ７］，还涉及联

盟组合多样性［１３］、技术并购［１４］、资源约束［１５］、信
息技术的使用［１６］、企业发明人和科学家的特

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０７； 修订日期：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３．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９７４１７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７１９３２００９）；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

警与政策仿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７２４０２１６４）；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资助重大项目（２４＆ＺＤ１７４）．
通讯作者： 刘　 丽（１９９１— ）， 女， 河北唐山人， 博士， 讲师．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ｌｉ１７３＠ ｕｓｓｔ． ｅｄｕ． ｃｎ



征［１７， １８］、研发补贴［１９］、问题复杂性［２０］ 和知识网

络［２１］等多个角度． 但是，当前文献对于技术知识

多样性和知识重组潜力的关系理解，还处于理论

解释和预设层面，对知识重组潜力进行测度的实

证研究还很缺乏［１２， ２２］ ．
深入分析技术知识多样性对技术知识重组的

影响，可以发现两者关系可能受技术知识在研发

项目分布和研发人员分布状况影响． 具体来说，当
企业技术知识在研发项目间的分布兼具高频共有

和低频稀有特征时，研发人员技术知识重组时的

认知成本下降、新颖性提升［２３］；通过培养既做学

术研究又懂技术研发的双栖研发明星，企业对多

样化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与整合能力会得到提

升［２４， ２５］ ． 上述两种情况皆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
即企业技术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越高、企业拥

有的双栖研发明星数量越多，多样化技术对知

识组合潜力正向作用越强，更能助力企业技术

创新．
本文分析了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 ５８ 家发明专

利数量居前的全球生物医药企业的专利、论文和

新药发现数据，验证了上述观点． 本文首次将知识

分布作为边界条件引入技术知识多样性、技术知

识重组潜力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模型中，深化了基

于知识组合的技术创新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管

理实践也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 １　 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促进企业技术创

新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企业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创新是技术知识组合

的过程［１］ ． 技术类新产品的开发离不开已经存在

的技术知识，知识的重新组合可以发挥出技术知

识在产品技术体系中的新功能，优化原有的产品

技术体系，或者探索出新的产品技术体系． 促进技

术知识组合是提升技术类新产品技术创新的核心

要素．
基于知识组合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知识

多样性有助于技术创新，因为多样化知识有助于

企业扩大外部知识搜索范围，更好的理解外部技

术知识［２６］，更易识别跨界技术机会［７］，获取更多

的新技术知识要素，增加企业对技术重组机会的

感知力． 因此，企业更有能力利用现有知识储备和

开展新技术重组［３， ２７］，进而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

新． 尤其在技术更新快速的产业，多样化知识可以

帮助企业快速识别新机会，开发新技术组合． 以生

物医药产业为例，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生
理学、酶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高通量组学等

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新技术元素快速出现，促进了

新药发现［２８， ２９］ ．
由于技术创新本身就代表着技术知识的重

组，因此引入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将有助于打开技

术知识组合发生过程的黑箱． 企业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指企业内部技术知识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潜

在可能性［１２］ ． 研究发现，知识重组潜力正向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２２］ ．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知识

多样性影响技术知识重组潜力、技术知识重组潜

力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这两个环节均有时滞． 已有

的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在设定滞后窗口时段时，根
据研究需要有采用一年［３０］、三年或五年． 本文研

究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研发项目周期长短不

一，但是由于强调时效性，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短周

期项目和少量长周期项目．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

言，“新药发现”也不同于长周期的新药发明． 因
此，采用滞后一年设定时间窗口更吻合企业研发

实践． 因此，本文认为 ｔ 期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可

以提升 ｔ ＋ １ 期技术知识重组潜力，进而助力 ｔ ＋ ２
期企业技术创新．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企业 ｔ 期的技术知识多样性通过增

加 ｔ ＋ １ 期技术知识重组潜力，提升企业 ｔ ＋ ２ 期的

技术创新．
１． ２　 企业技术知识研发项目间分布的调节效应

企业多样化技术知识在不同研发项目之间的

分布，将影响研发人员的认知成本和新颖性． 一方

面，企业需要培育分布于多个研发项目的高频共

有技术知识． 研发人员往往能更深入的理解在多

个研发项目中得到过频繁开发的技术知识，此类

知识在研发人员之间的使用合法性也相对更

高［３１］，重组此类技术的认知成本相对较低． 相似

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企业技术知识网络中心势

较高时，更易整合多技术领域的知识，形成交叉创

新［３２］ ．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培育仅仅分布于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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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项目中的低频稀有技术知识，即边缘分布的

技术知识． 它们可以触发企业进入新技术领域，帮
助研发人员打破认知束缚，突破既有的技术壁

垒［３３］，从而带来新颖的知识组合［２３］，进而提升技

术创新．
测度企业是否同时拥有研发项目间高频共有

技术知识和低频稀有技术知识，可以利用基于发

明专利数据构建的技术知识网络． 发明专利所属

的四位国际专利分类码（即 ＩＰＣ 码），在学术研究

中常被用来代表技术知识要素［３４， ３５］ ． 当某两个

ＩＰＣ 分类码共现在一个发明专利中，则表明这两

个知识元素之间存在联结． 利用 ＩＰＣ 分类码共现

的数据，即可构建出企业技术知识网络． 知识网络

中的程度中心势指标描述了网络节点关系的集中

化趋势［３６］ ． 网络程度中心势高，代表网络中同时

存在高中心性与低中心性的节点［３７］ ． 因此，高程

度中心势可以用于反映企业同时拥有联结度高的

核心知识元素以及联结度低的边缘知识元

素［３２， ３８］ ． 由于发明专利的执行普遍以研发项目为

基本组织单元，高程度中心势的技术知识网络也

就代表着企业同步拥有分布于多研发项目的高频

率共用技术知识和仅分布于个别研发项目的低频

率特有技术知识． 基于以上分析并考虑时间窗口，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　 企业 ｔ 期的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正

向调节 ｔ 期技术知识多样性与 ｔ ＋ １ 期技术知识重

组潜力之间的关系．
１． ３　 企业技术知识研发人员间分布的调节效应

企业能够有效利用多样化技术知识提升技术

知识重组潜力和技术创新的另一类企业技术知识

布局，是技术知识在研发人员之间的分布． 其中一

个重要指标是企业拥有的双栖研发明星数量，即
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人员［２４， ３９］ ． 企业

培养的双栖研发明星越多，企业多样化技术知识

所带来的后续技术知识重组潜力越大． 主要理由

如下：
首先，双栖研发明星是企业吸收和整合技术

知识的关键力量［２４， ２５］，他们的技术知识储备更

高，可以更好识别企业多样化知识的重组机会，更
有可能探索出知识组合的新路径． 研究发现他们

能够敏锐地捕捉来自其它技术领域和新技术领域

的知识组合机遇，助力企业知识创造［３９］；其次，科
学知识是技术发明的重要驱动力量，双栖研发明

星作为学术与产业的双跨人物［４０］，同时储备科学

知识和技术知识，相当于两类知识的整合器，有助

于企业了解学术前沿，加深对技术发展趋势和现

有技术知识组合机会的理解；第三，双栖研发明星

对技术知识的理解更深入，可以降低企业技术知

识重组的协调和整合成本． 相关的证据包括：Ｓｕｂ⁃
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４１］基于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 ２２２ 家生物技

术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双栖研发明星有助

于减少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并增加知识重组的效

率． 因此，双栖研发明星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知识

消化、吸收和整合能力，降低企业知识重组时的成

本，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利用多样化技术知识寻找

更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并考虑时间窗口，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３　 企业 ｔ 期的双栖研发明星正向调节

ｔ 期技术知识多样性与 ｔ ＋ １ 期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之间的关系．
综合上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论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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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为全球生物医药企业． 近年，我国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４２］ ． 但是，整体药物研发

实力弱，缺少国际竞争力［４３］ ． 生物医药是知识密

集的高科技产业，也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
析国际领先生物医药公司技术创新的成功原因，
对于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将有

积极的启示． 此外，这类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和新

药发现数据具有可获性，能满足本文的假设检验．
其中，新药发现指的是企业已经找到了主要的候

选药物，药物的研发即将进入临床阶段，这是新药

发明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与筛选步骤如下：首先，

根据 Ｎｏｖａｓｅｃｔａ 发布的“２０１９ 全球生物医药公司

１００ 强”榜单，以及 ＧＦＭ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发布的

“２０１７ 全球市值最大的 ２００ 家生物医药公司”． 共
获得了 ２５２ 家全球生物医药公司名录．

此外，与美国《制药经理人》（《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杂志发布的全球制药公司 ５０ 强榜单

进行横向对比，该榜单是依据制药企业在上一年

度的处方药在全球的销售收入进行排名确定的一

个权威排行榜［４４］ ． 核对发现，全球 ５０ 强制药公司

已经进入本文样本名录．
第二，企业发明专利数据的收集步骤． 首先，

以企业英文名称作为专利权人检索词，在德温特

专利数据库 （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ＩＩ 数据库）中逐个对 ２５２ 家企业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发明专利进行初步检

索，根据检索的结果总结出企业可能出现的名称

形式，例如：在检索辉瑞公司时，先用“ＰＦＩＺＥＲ”检
索，打开在检索结果出现的专利权人名称，尽可能

多地选取辉瑞公司可能采用的名称，包括 ＰＦＩＺＥＲ
ＩＮＣ， ＰＦＩＺＥＲ ＬＴＤ， ＰＦＩＺＥＲ ＣＯＲＰ， ＰＦＩＺＥＲ ＆ ＣＯ
ＩＮＣ 等形式． 同时，从企业官方网站和万维网上搜

索其可能出现的名称进行补充． 其次，将总结的所

有企业名称作为专利权人检索词依次进行检索，
得到企业所有的发明专利数据．

本文在构建企业知识网络时，沿用了已有研

究常常采用四位数的 ＩＰＣ 代码来表示知识要素，
即涉及专利所属的部、大类和小类信息的四位编

码（比如 Ｈ０１Ｂ），这主要是因为四位数的 ＩＰＣ 代

码已可以充分表达专利的技术知识特征［３４， ３５］ ． 建
网的移动时间窗口为五年． 要求样本企业在每五

年的移动窗口期内应至少拥有一项发明专利，此
步骤过后，保留下 １９３ 家企业样本．

第三，生物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即新药发现

数据来自 Ｐｈａｒｍ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数据库． 本文从该数据

库中下载了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间生物医药企业在

临床前期试验阶段的药品数量． 该数据库涵盖了

从临床试验到批准上市的各个研发阶段的药品信

息，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使用［４４］ ． 本文选取样本

企业时，要求企业在观测期内应至少有一个新药

发现，为此保留了 １５４ 家企业．
第四，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检索了样本企业的论文，将
语言设定为 Ｅｎｇｌｉｓｈ，检索文章类型设定为 Ａｒｔｉ⁃
ｃｌｅ，检索时间设定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下载了文献的类型、作者、地址、出版

年等数据，统计了观测期内每家企业论文作者的

姓名，并按照论文数量从高到低对作者进行排序．
同理，统计了观测期内企业每年发明专利申请人

的姓名，并按照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从高到低对

发明人进行排序． 如果同一位研发人员的论文和

发明专利排名均位居企业前 ２０％，这一研发人员

被定义为双栖研发明星． 因此，在选择样本企业

时，要求企业在观测期内至少拥有一名双栖研发

明星，此步骤过后，保留了 ７８ 家企业样本．
第五，收集生物医药企业财务数据及相关基

本信息． 从 Ｃｏｍｐｕｓｔａｔ、Ｂｕｒｅａｕ ｖａｎ Ｄｉｊｋ（ＢＶＤ）数据

库中检索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 Ｃｏｍｐｕｓ⁃
ｔａｔ 数据库包含了全球超过 ８０ 个国家， 超过

４２ ０００ 家公开交易公司的完整财务数据和市场

数据． ＢＶＤ 数据库包括标准化的财务信息，覆盖

了全球近６ ０００万家公司．
综上，经过数据筛选和清洗，最终有 ５８ 家全

球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由于

企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本文采用相应年份

的货币汇率将财务数据标准化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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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步骤 数据获取、筛选和清洗过程

第一步 根据排行榜，获取了 ２５２ 家全球生物医药公司名录．

第二步

以企业英文名称作为专利权人检索词，在德温特专利数据库中对企业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间的发明专利

进行检索；以五年移动窗口构建企业知识网络，样本企业在每五年的移动窗口期内应至少拥有一项发明

专利，为此保留了 １９３ 家企业

第三步
从 Ｐｈａｒｍ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数据库下载了生物医药企业在临床前期试验阶段的药品数量，企业在观测期内应至少

有一个新药发现，为此保留了 １５４ 家企业．

第四步
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的 ＳＣＩ⁃Ｅ 和 ＳＳＣＩ 检索了样本企业的论文，并统计双栖研发明星，企业在观测期

内至少拥有一名双栖研发明星，为此保留了 ７８ 家企业．

第五步
从 Ｃｏｍｐｕｓｔａｔ、Ｂｕｒｅａｕ ｖａｎ Ｄｉｊｋ（ＢＶＤ）数据库中检索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 最终，经过数据筛选和

清洗，有 ５８ 家全球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２． ２　 变量定义与度量

２． ２．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

由于药品发明的周期很长［４５］，相关数据稀

少，会影响模型数据的数量． 因此，本文采用新药

发现来反映生物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新药

发现是生物医药企业走向新药发明的重要一步，
也是反映企业阶段性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文统计的新药发现数量，指的是在第 ｔ ＋ ２ 期进

入临床前开发阶段的候选药物数量［４６］ ．
２． ２． ２　 解释变量： 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采用熵指数测度企业技

术知识多样性［８］ ． 这一指标计算数据来自 ｔ －
４ 期 ～ ｔ 期的专利 ＩＰＣ 码信息，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Ｈ ＝ ∑
ｎ

ｊ ＝ １
ｐ ｊ ｌｎ

１
ｐ ｊ

( ) （１）

其中 Ｈ 指的是技术知识多样性，ｐ ｊ 表示属于国际

技术分类 ｊ 的专利数量占专利总数的比例，ｊ 为国

际技术分类的部．
２． ２． ３　 中介变量： 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本文借鉴了 Ｇｒｉｇｏｒｉｏｕ 和 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１２］ 的计

算思路，他们以企业发明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和聚类系数评价知识重组潜力． 其中，平均路径长

度是指企业知识网络中任何两个发明人之间的平

均距离． 企业发明人网络平均路径越长，表明每个

发明人间接接触更多其他发明人，发明人之间有

更多的研究合作与讨论碰撞机会，从而反映了企

业知识重组的可能性越大． 另一方面，企业发明人

网络聚类系数反映了企业内部研发人员的集聚程

度，其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内部研发人员之间形成

的紧密联系小团体的情况越多，有助于分享和转

移知识，从而知识重组机率提升．
本文建立了基于 ＩＰＣ 码共现关系的知识网

络，知识元素的平均路径越长，即企业知识网络中

任意两个知识元素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大，意味着

企业知识元素之间的间接联结越多，即知识重组

的潜力越大． 利用 Ｕｃｉｎｅｔ ６ 软件计算了 ｔ ＋ １ 期企

业知识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相对于发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本研究认为

技术知识元素之间的平均距离更为直接地描述企

业的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而知识网络的聚类系数

则刻画了知识元素之间的集聚程度，这一指标无

法像知识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一样准确反映企业

技术知识重组的潜力． 为此，本文只采用平均路径

长度这一指标开展实证检验．
２． ２． ４　 调节变量

１）企业双栖研发明星数量． 双栖研发明星是

指企业中那些既发表论文又申请发明专利的研发

人员，参考相关文献［２４， ３９］，本文中的双栖研发明

星指每年发明专利与发表论文数量均居企业前

２０％的研发人员．
２）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 根据已有研

究［３６， ３７］，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ＣＤ）的计算

公式如下

ＣＤ ＝
∑

ｎ

ｉ ＝ １
［ＣＤ（ｎ∗） － ＣＤ（ｎｉ）］

ｍａｘ∑
ｎ

ｉ ＝ １
［ＣＤ（ｎ∗） － ＣＤ（ｎ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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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ＣＤ（ｎｉ） 为节点的程度中心性，ＣＤ（ｎ∗） 为

ＣＤ（ｎｉ） 中最大的程度中心性；ｎ为所有节点数． 网
络的程度中心势越高，说明网络联结分布不均，网
络中同时存在中心节点与边缘节点．
２． ２． ５　 控制变量

本文对以下变量进行了控制：１）企业规模．
采用企业在观测年 ｔ 期总资产的规模进行测

度［４７］ ． 规模较大的企业资源相对比较充足，这将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５］，因此加以控制；２） 企业年

龄．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企业存活时

间越长，积累的技术知识就越多． 因此企业年龄作

为控制变量，即观测年 ｔ 期与企业成立年份之间

的差值；３） 企业的地区分布． 位于不同地区的企

业有不同的专利申请倾向，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

新，故将企业地区分布加以控制． 本文设定了两个

地区哑变量，如果公司总部在欧洲，则编码为 １，
反之为０；如果总部在亚洲，则编码为１，反之为０；
默认值为北美洲；４） 企业知识存量． 采用企业在

ｔ －４至 ｔ年的专利数量进行衡量． 已有研究指出企

业知识存量会影响技术创新［３５］，故将其加以控

制；５）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的重要前因［５］，故需加以控制，本文采用企业在

观测年 ｔ 的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进行测度；６） 新

药开发经验． 采用企业在 ｔ － ４ 年至 ｔ 年内获得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物数量的自然对

数进行衡量． 企业过去的新药开发经验反映了其

在新药研发方面的积累，会影响未来企业新药研

发的创新活动［４８］ ． 因此，本文对其加以控制；７）
资产回报率，即企业在观测年 ｔ 期的企业的净利

润除以总资产． 资产回报率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

力，它代表了企业的经济实力，在以往研究中发现企

业盈利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４９］，故将其加以控制．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 １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相

关性分析见表 ２． 其中，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分别

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和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５３７，ｐ ＜ ０． ０１；ｒ ＝ ０． ２７５，ｐ ＜ ０． ０１） ． 企业技

术知识重组潜力与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２２７，ｐ ＜ ０． ０１） ． 调节变量企业双栖研发明星数

量和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分别与技术知识重组潜

力呈现出不显著的相关性和负相关关系（分别为

ｒ ＝ ０． １１８，ｐ ＞ ０． ０５；ｒ ＝ － ０． ３２４，ｐ ＜ ０． ０１） ． 此外，
计算了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ｓ）来检验多重共线性．
结果显示，技术知识多样性与企业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关系模型的实证分析最大的 ＶＩＦｓ 值为 ３． ９８，
平均 ＶＩＦｓ 值为 ２． １６． 技术知识多样性与企业技术

创新模型的实证分析最大的 ＶＩＦｓ 值为 ３． ６１，平均

ＶＩＦｓ 值为 １． ９６． 因此，所有模型的 ＶＩＦｓ 值都低于

临界值 １０［５０］，说明在本文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３． ２　 计量模型选取

在技术知识多样性与企业内部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因变量技术知识重

组潜力属于连续变量，故选取了广义最小二乘估

计（ＧＬＳ）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技术知识多样性

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因变量

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药物数量），方差不等于均

值，故选取负二项回归模型，该模型放松了均值和

方差相等的假设［５１］ ． 此外，对本文中的模型做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均显示 ｐ 值大

于 ０． ０５，未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选取了随机效应

的 ＧＬＳ 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验

证本文的假设，并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０ 执行回归分

析过程．
３． ３　 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显示了随机效应 ＧＬＳ 回归分析结果，验
证了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之

间的关系，并加入了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及

双栖研发明星数量的调节效应． 本文中将交互项

进行去中心化，以避免交互项进入模型时产生多

重共线性． 模型 １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技术知识多样性． 为了

验证企业内部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３ 加入了一个交互项：技术知识多样性与知

识网络程度中心势的交互． 模型 ４ 加入了自变量

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和调节变量企业双栖研发明

星数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 最后，模型 ５ 为全模

型，加入了所有变量及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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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３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技术知识多

样性有利于提升技术知识重组潜力（模型 ２，β ＝
０． ２３０，ｐ ＜ ０． ０１）． 此外，企业内部知识网络程度中

心势正向调节技术知识多样性与内部技术知识重

组潜力之间的关系，即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

越高，技术知识多样性对技术知识重组潜力正向

作用越强（模型 ３，β ＝ ３． １３２，ｐ ＜ ０． ０１）． 本文根据

均值 ＋ １ 标准差（高组）和均值 － １ 标准差（低组）
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成两组，绘制企业知识网

络中心势的调节效应图（图 ２）． 如图所示，当企业
表 ３　 随机效应 ＧＬＳ 回归结果（因变量： 技术知识重组潜力ｔ ＋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Ｌ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Ｖ：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 ＋ １）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欧洲
－ ０． ０５４
（０． １２７）

－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０）

－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３５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２）

亚洲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９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２）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知识存量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８）

研发支出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３）

新药开发经验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０）

资产回报率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４）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年份虚拟变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技术知识

多样性

０． ２３０∗∗∗

（０． ０５７）
０． ３５７∗∗∗

（０． ０５８）
０． ３１４∗∗∗

（０． ０６４）
０． ４０４∗∗∗

（０． ０６４）

知识网络

中心势

－ ２． ３７９∗∗∗

（０． ４４５）
－ ２． １６２∗∗∗

（０． ４５３）

技术知识多

样性 × 知识

网络中心势

３． １３２∗∗∗

（０． ７８３）
２． ８６６∗∗∗

（０． ７８５）

双栖研发

明星数量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技术知识多样

性 × 双栖研发明

星数量

２． ５２１∗∗∗

（０． ８２５）
１． ７０２∗∗

（０． ８２２）

常数项
１． ５４３∗∗∗

（０． １８０）
１． ２３３∗∗∗

（０． １７３）
１． ４２６∗∗∗

（０． １６４）
１． ０５１∗∗∗

（０． １８５）
１． ２９０∗∗∗

（０． １７９）

Ｒ２ ０． ３２３ １ ０． ５５３ ９ ０． ７６１ ４ ０． ５６９ ８ ０． ７５０ ４

Ｗａｌｄ cｈｉ２ ２２． ３２ ５４． ３８ １３０． ０７ ６２． ７０ １３１． ８１

Ｎ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注： ∗ｐ ＜ ０． １０，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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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知识网络中心势的调节作用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知识网络中心势处于高水平时，企业技术知识多

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得到加

强（β ＝ ２． ５１４，ｐ ＜ ０． １）；当企业知识网络中心势

处于低水平时，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对技术知识

重组潜力的正向作用被削弱了（ β ＝ ０． １９６，ｐ ＜
０. ０１）． 因此，假设 ２ 得到支持． 此外，双栖研发明

星数量正向调节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之间的关系（模型 ４，β ＝ ２． ５２１，ｐ ＜ ０． ０１）． 因
此，假设 ３ 得到支持． 同理，本文绘制了双栖研发

明星的调节效应示意图（图 ３）． 从图中可见，双栖

研发明星数量高时，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

重组潜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β ＝ ２． ０１０，ｐ ＜
０. １）；当双栖研发明星数量低时，技术知识多样

性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之间的关系变为负向

（β ＝ － ０． ０１０，ｐ ＞ ０． １），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３． 模

型 ５ 为全模型，检验结果保持不变．
表 ４ 显示了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方法验证

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在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

创新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 由表 ４ 的模型 ２ 可以

看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

有利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β ＝ ０． ２３０，ｐ ＜ ０． ０１）；
模型 ４ 说明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有利于技术创

新（β ＝ ０． ２６３，ｐ ＜ ０． １）． 模型 ５ 说明企业技术知

识多样性也有利于技术创新 （ β ＝ ０． １８３， ｐ ＜
０. ０５）． 最后，模型 ６ 将自变量企业技术知识多样性

和中介变量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共同加入模型时，结
果显示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依然有利于技术创新（β ＝
０．２４６，ｐ ＜０． １）．上述结果表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在

技术知识多样性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具

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１ 得到支持．
表 ４　 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因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技术知识重组潜力ｔ ＋ １ 技术创新ｔ ＋ ２

欧洲
－ ０． ０５４
（０． １２７）

－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０）

－ ０． ３０１
（０． ２４９）

－ ０． ３０２
（０． ２５３）

－ ０． ２９２
（０． ２４７）

－ ０． ２９１
（０． ２５２）

亚洲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８）
－ ０． ４２２∗

（０． ２５２）
－ ０． ４６９∗

（０． ２５７）
－ ０． ４３１∗

（０． ２５１）
－ ０． ４７３∗

（０． ２５６）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知识存量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１）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６∗∗∗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０５１）

研发支出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２７∗∗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７）
０． １３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６）

新药开发经验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２６２∗∗∗

（０． ０７４）
０． ２５７∗∗∗

（０． ０７２）
０． ２５１∗∗∗

（０． ０７３）
０． ２４６∗∗∗

（０．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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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因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技术知识重组潜力ｔ ＋ １ 技术创新ｔ ＋ ２

资产回报率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７６
（０． ２６１）

－ ０． １０７
（０． ２６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２５８）

－ ０． ０８８
（０． ２５９）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

年份虚拟变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技术知识

多样性ｔ

０． ２３０∗∗∗

（０． ０５７）
０． １８３∗∗

（０． ０９１）
０． １７１∗

（０． ０８７）

技术知识

重组潜力ｔ ＋ １

０． ２６３∗

（０． １４８）
０． ２４６∗

（０． １４６）

常数项
１． ５４３∗∗∗

（０． １８０）
１． ２３３∗∗∗

（０． １７３）
２． ７８５∗∗∗

（０． ６２７）
２． ７２１∗∗∗

（０． ７４５）
２． ６３２∗∗∗

（０． ６７５）
２． ６５３∗∗∗

（０． ８２６）

Ｗａｌｄ cｈｉ２ ２２． ３２ ５４． ３８ ８８． ５１ ９３． ２８ ９４． ８９ ９９． １３

Ｎ ２５１ ２５１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９５

　 　 注： ∗ｐ ＜ ０． １０，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图 ３　 双栖研发明星的调节作用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Ｄ ｓｔａｒｓ

３． ４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替换了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的

数据，选择滞后一期（ ｔ ＋ ２）的企业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作为因变量进入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通过采用随机效应 ＧＬＳ 回归分析发现，企业技术

知识多样性促进企业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 β ＝
０. １５６， ｐ ＜ ０． ０１） ． 此外，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

势和双栖研发明星分别正向调节技术知识多样性

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之间的关系（β ＝ ２． ２８５， ｐ ＜
０. ０１；β ＝ ２． ９８８， ｐ ＜ ０． ０１） ． 因此，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均得到支持．

其次，采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来

检验 ｔ ＋ ２ 期技术知识重组潜力的中介效应的稳

健性． 回归分析结果支持原有结论，即技术知识多

样性和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分别正向影响技术创新

（β ＝ ０． １８３， ｐ ＜ ０． ０５； β ＝ ０． ２３５， ｐ ＜ ０． １）；企业

技术知识多样性正向影响技术知识重组潜力

（β ＝ ０． １５６， ｐ ＜ ０． ０１） ． 最后，当企业技术知识多

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共同进入模型时，技术

知识重组潜力对技术创新的系数为正（不显著）
（β ＝ ０. ２０８， ｐ ＞ ０． １），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假设 １
得到支持． 因此，本文的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

４　 结束语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第一，企业技术知识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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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促进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从而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第二，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正向调

节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潜力之间的

关系． 企业知识网络程度中心势越高，核心知识

元素经历更多组合，更具合法性［３１］ ，组织中进行

技术重组的认知成本降低． 同时，边缘知识元素

有助于企业打破既有的技术壁垒［３３］ ，激发了更

多新颖的知识组合［２３］ ；第三，企业双栖研发明星

数量正向调节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重组

潜力之间的关系． 因为双栖研发明星是企业吸

收和整合科技知识的关键力量［２４， ２５］ ，有助于提

升企业多样化知识的重组机会． 当双栖研发明

星数量较少时，技术知识多样性与技术知识重

组潜力之间的关系变为负向． 这可能是因为企

业利用内部多样性技术知识开展知识组合，还
需要相应的知识吸收和整合能力． 相似的，前人

关于技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

的研究曾指出过高的技术多样性可能产生较高

的协调和整合成本．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深化了技术知识多样性

和知识重组关系的理解，揭示了企业一方面可以

通过高频共有与低频稀有兼具的企业研发项目间

技术知识分布，降低知识重组的成本，提升企业技

术多样性的新颖性重组机会，以此促进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培育更多双栖

研发明星，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消化和整合能

力，从而在多样化技术中收获更多的技术重组潜

力，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本研究通过实证

分析发现，拥有的双栖研发明星数量多，技术知识

多样性对重组潜力有正向作用，反之则多样性削

弱企业的知识重组潜力． 对此，本文认为双栖研发

明星数量不足时，企业内部对多样化技术知识的

整合能力下降，技术知识多样性反而不具有积极

的作用． 这一结论呼应了当前文献中有关企业技

术知识多样性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倒 Ｕ 型关系结

论［８， ９］，即技术知识多样性和企业技术创新并非

简单线性关系． 本文进一步指出：多样性是技术知

识的组成属性，在企业研发实践中多样化的技术

知识能否促进知识重组，还要考虑企业技术知识

在项目间的分布特征以及在研发人员上的分布特

征． 本研究首次将技术知识分布作为边界条件引

入技术知识多样性、企业技术知识重组和技术创

新的关系模型中，所发现的知识布局影响知识组

合潜力和技术创新的结论，丰富了基于知识组合

的技术创新理论，有一定学术新意和理论贡献．
基于本研究，对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实践提出

以下建议：第一，企业管理者要对技术知识进行合

理布局． 一方面，企业要拓展技术领域，提高技术

知识多样性． 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内部技术知识

元素间的间接联结，增加内部技术知识开展新组

合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计交叉主题的

研发项目，将不同类别的技术知识进行交叉研究，
增加它们的联结路径，促进内部技术知识的重组

潜力，以此推进技术创新；第二，企业既要注意培

育研发项目之间的高频共有技术知识，也要注意

培育低频稀有的项目间技术知识，培育有助于知

识组合的知识项目间分布状况；第三，企业应加大

研发方面的投入，升级研发平台，吸引有为科技人

才；投入培育研发力量，积极探索新型的科技人才

合作培养模式，提升研发骨干的学术研究能力，给
予更多研发项目实践机会和专业学习提升机会．
积极培养双栖研发明星或复合型研发人才，提升

企业技术知识吸收、消化和整合能力，提升企业技

术知识组合的能力．
本文有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样本只涉及生物

医药类企业，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应有待考察；二是

考虑到生物医药企业规模和人才水平理论上存在

一定跨度，虽然本文的双栖研发明星均有一定数

量的专利与论文，实属复合型研发人员，但是由于

企业规模和实力存在一定差异，在进行各类企业

的双栖研发明星界定时均采用 ２０％标准，可能存

在一定的企业间偏差效应． 双栖研发明星比例标

准的设定是一个学术问题，对此还需要未来研究

的比较分析；三是本文利用专利数据来测度企业

技术知识多样性、建立企业技术知识网络，虽然这

种方法比较客观且在已有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
它忽略了技术知识的隐性维度，比如技能、经验和

信息等隐性知识． 后续可以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调

研等方式获取更真实、更丰富的企业信息；四是本

文使用进入临床前开发阶段的候选药物数量来测

度生物医药企业技术创新． 未来研究中可以加入

新药进入临床前阶段的时间、新药上市时间以及

新药物上市后的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更全面地测

度生物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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